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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壤酸化已成为全球农业系统中最严重的土地退化问题之一。 综述了土壤酸化的自然和人为驱动因素及过程，土壤酸化

对土壤无机碳和有机碳的影响；比较了有机、无机、生物和复合改良剂改良土壤酸性、培育基础肥力和增加有机碳库的优缺点。
基于此，为推进土壤酸性改良、基础肥力培育与有机碳库协同提升，经过总结分析提出：（１）建立土壤酸性与碱酸离子组成关系

的量化模型，构建土壤酸性⁃基础肥力⁃有机碳库相互作用机制模型，形成以“离子平衡”和“多功能协同”改良酸性土壤的理论框

架；（２）基于酸碱离子平衡的土壤酸性分级指标、土壤⁃作物系统酸碱离子平衡计量方法，明确土壤酸碱离子平衡、养分离子活

化、含碳组分稳固的协同路径和降酸、培肥、固碳、减污协同提升的土壤功能技术，构建化肥配施无机改良剂的离子平衡精准改

良土壤酸性技术体系和有机⁃无机⁃生物联合的多功能协同提升绿色改良酸性土壤技术体系。 研究旨在为我国农业的绿色可持

续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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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酸化已成为全球农业系统中最严重的土地退化问题之一［１］，全球受酸化影响的耕地多达 ４０％［２］。
中国是土壤酸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中国农业土壤 ｐＨ 约下降 ０．５［３］，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中国农

业将面临严重的土壤酸化风险［４］。 土壤酸化通过化学和微生物过程直接或间接调节土壤无机碳（ＳＩＣ）和有

机碳（ＳＯＣ）的动态变化及土壤碳封存潜力［５—７］。 ＳＩＣ 含量高的钙质土壤缓冲能力强，ｐＨ 变化较小，ＳＩＣ 含量

的损失通常被忽视。 目前研究多集中于土壤酸化对 ＳＯＣ 的影响［７—９］，将增加 ＳＯＣ 封存作为提高作物产量、缓
解气候变暖的策略之一，但研究结论较为片面和分散，存在较大的争议［１０］，缺乏系统性的深入研究。

土壤改良剂具有改善土壤物理结构和化学性质、减少土壤养分流失以及优化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功能，有
助于构建适宜动植物生长的微环境，是缓解土壤酸化、保障农业生产力和生态环境安全的有效措施［１１—１２］。 多

数研究表明施用土壤改良剂会增加 ＳＯＣ 含量［１３—１５］。 但是，影响酸化土壤改良和 ＳＯＣ 封存的因素较多，土壤

改良剂的应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改良剂在降低土壤酸度过程中对土壤碳储量的调控机制尚不明确。 本文力

图分析自然和人为因素驱动土壤酸化的作用，明晰土壤改良剂对酸化土壤 ＳＩＣ 和 ＳＯＣ 的动态变化及 ＳＯＣ 封

存的影响，以期为我国农业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１　 土壤酸化的驱动因素

土壤酸化是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导致土壤缓冲能力退化的过程，通常伴随着碱性阳离子（ＢＣｓ）如
Ｃａ２＋、Ｍｇ２＋、Ｋ＋、Ｎａ＋的流失以及酸性阳离子（Ｈ＋、Ａｌ３＋）和阴离子（ＳＯ２－

４ 、ＮＯ－
３、ＨＣＯ－

３ ）的增加，影响碳氮硫等元素

在土壤⁃大气中的循环转化。 土壤缓冲能力与 ｐＨ 密切相关，当 ｐＨ＞８．５ 时，土壤主要由碳酸盐提供缓冲能力；
当 ｐＨ 为 ６．５—８．５ 时，由碳酸盐和土壤阳离子交换能力（ＣＥＣ）共同平衡土壤 Ｈ＋输入和产生；当 ｐＨ 为 ５．０—６．５
时，硅酸盐矿物风化和土壤 ＣＥＣ 有助于增强土壤缓冲能力；当 ｐＨ＜４．２ 时，土壤主要通过溶解氧化铝和氢氧化

铁提供缓冲能力［７，１６］。
１．１　 自然驱动因素

自然驱动的土壤酸化过程非常缓慢，主要受到成土母质化学性质、年降水量和蒸发量的影响［７］。 酸雨是

土壤酸化的主导原因，土壤风化产生的大量盐基离子使土壤自身具备了对抗酸化的能力，但天然的酸性降雨

（ｐＨ 约为 ５．０—５．５）和高降水量（ ＞ ６００—８００ ｍｍ）导致土壤盐基离子淋失，交换性酸（Ｈ＋ 和 Ａｌ３＋ ）逐渐形

成［１７］。 此外，其他自然因素如土壤动植物呼吸产生碳酸、微生物分解有机质产生有机酸、植物生长吸收阳离

子、植物和微生物固定大气氮以及火山爆发释放硫化合物［７］等都直接或间接降低了土壤缓冲能力，导致土壤

呈（强）酸性（图 １）。
１．２　 人为驱动因素

人为驱动的土壤酸化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是酸沉降和施用氮肥（图 ２）。 自第二次工业革命，大量化石燃料

燃烧产生的污染物（ＳＯ２、ＮＯｘ和 ＮＨｘ等）排入大气，经反应生成酸性物质（Ｈ２ＳＯ４、ＨＮＯｘ和 ＮＨ４ＮＯ３等）以干或

湿沉降形式进入土壤，引起土壤酸化。 ２０ 世纪中后期，欧美地区的酸沉降已得到有效控制，而中国等发展中

国家的酸沉降和土壤酸化研究较晚［１７］。 １９８０ 年—２０１４ 年，我国降雨 ｐＨ 约为 ４．６—５．６［１８］，酸雨区主要分布

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广大地区及四川盆地，酸沉降严重地区与酸性红黄壤分布区重叠，氮沉降是造成

我国森林和草原土壤酸化的主要原因［１９］。
在过度施肥的情况下，大量的氮输入增加了微生物如氨氧化古 ／细菌的活性，提高了有机氮的矿化和硝化

速率，而植物利用的氮素不到总氮输入的一半，多余氮素随着阳离子从土壤中浸出［２０］。 据统计，氮输入使全

球土壤 ｐＨ 平均降低了 ０．２６［２１］，氮肥引起的硝化作用对中国农田土壤 Ｈ＋的直接贡献为 １０—３０ ｋｍｏｌ ｈｍ－２ａ－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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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土壤酸化的自然驱动因素［７］

Ｆｉｇ．１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高于酸沉降等因素的数倍甚至数十倍［２２］。
作物生长和耕作制度导致的土壤酸化问题也日渐突出［２３］，主要原因在于土壤与作物间离子输入⁃输出不

平衡，如作物生长和收割大量消耗了土壤中的钙（Ｃａ）、镁（Ｍｇ）、钾（Ｋ）等盐基养分，由此造成的土壤酸化程度

可能高于酸沉降和施肥［２４］；树木吸收 ＢＣｓ 和枝叶修剪是加速果园土壤酸化的主要原因之一［２５］；植物根系吸

收阳离子释放质子及其对阴阳离子吸收不平衡均加剧土壤酸化，如豆科类植物［１８］ 和茶树生长［２６］ 引起的土壤

酸化。

图 ２　 土壤酸化的人为驱动因素［７］

Ｆｉｇ．２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　 土壤酸化对土壤碳库的影响

２．１　 土壤酸化对土壤无机碳（ＳＩＣ）的影响

集约化农业生产（尤其是过量施用氮肥）引起的土壤酸化加剧了全球 ＳＩＣ 损失。 洛桑试验站的一项长期

试验表明过量施氮导致表土碳酸盐在 １００ 年内完全耗尽，土壤 ｐＨ 迅速下降［２７］。 钙质土壤约占地球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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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２８］，对土壤酸化的缓冲能力较强，其酸化过程中 ＳＩＣ 流失有 ３ 种形式：以 ＣＯ２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以 ＨＣＯ－
３

的形式浸出到深层土壤以及重新沉淀形成次生碳酸盐［７］。 土壤 ｐＨ 显著受到碳酸盐含量影响，碳酸盐平均含

量大于 ３６．７６ ｇ ／ ｋｇ 时，碳酸盐是主要的酸缓冲系统，ｐＨ 保持相对恒定；碳酸盐含量低于阈值时 ｐＨ 急剧下降，
ＣＥＣ 提供酸缓冲能力［１７］。 所以，土壤初始酸化时 ｐＨ 变化较小，碳酸盐淋溶是潜在的土壤酸化过程。 在土壤

剖面研究中，表层土壤产生的质子随灌溉和降水迁移到深层（１００—１８０ ｃｍ）土壤，加剧了 ＳＩＣ 流失，ｐＨ 变化与

深层 ＳＩＣ 含量显著线性相关［７］。 一项农林业系统的试验也发现表层（０—３０ ｃｍ）土壤中来自 ＳＩＣ 的 ＣＯ２排放

量只有 １５％—３０％，而亚表层和深层（３０—１８０ ｃｍ）土壤的 ＣＯ２排放量达到 ５０％—７０％［２９］。 因此，土壤酸化过

程中深层土壤的 ＳＩＣ 损失速率更快。

图 ３　 施用氮肥诱发土壤酸化影响 ＳＯＣ 封存的概念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Ｃ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基于 Ｃ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模型绘制酸化条件下的 ＳＯＣ 封存途径［３０， ３７］ ；ＳＯＣ： 土壤有机碳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ＰＯＣ： 颗粒有机碳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ＭＡＯＣ： 矿物结合有机碳 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ＢＣ： 微生物生物量碳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ａｒｂｏｎ；ＤＯＣ： 可溶性有机碳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２．２　 土壤酸化对土壤有机碳（ＳＯＣ）的影响

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中国多数农田表层土壤 ｐＨ 下降约 ０．５，但 ＳＯＣ 含量呈现增加趋势［３］。 土壤酸碱性控制

着土壤有机质的稳定性和分解速率［２４］，土壤酸化必然影响 ＳＯＣ 的动态，但其关系复杂［８—９，１７，３０—３５］。 最近研究

表明中国农田氮含量与 ＳＯＣ 含量呈现一致性［９］，随着各种有机质输入，大量施氮引起的土壤酸化有助于农田

ＳＯＣ 封存［３，９］（图 ３）。 首先，施氮引起的土壤酸化增加了土壤有机组分。 植物残体是颗粒有机碳（ＰＯＣ）和矿

物结合有机碳（ＭＡＯＣ）的主要来源［３０］，大量施氮促进了植物固碳和生长，植物残体和根系分泌物等有机组分

输入促进了土壤团聚体形成。 团聚体的闭蓄机制提高了 ＰＯＣ 和 ＭＡＯＣ 稳定性，并减少了可溶性有机碳

（ＤＯＣ）浸出［８，３１］。 其次，土壤酸化降低了微生物对有机碳的可获取性。 真菌对低 ｐＨ 和 Ａｌ３＋耐受性高，土壤

酸化后真菌群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真菌生长效率高于细菌，其生长代谢产生较多微生物碳（ＭＢＣ）。 ＭＢＣ 受

化学键和小团聚体的保护而分解效率低，最终增加了稳定有机碳比例［２８，３２］。 且真菌主要以难降解碳化合物

（如木质素）为碳源，碳周转速率慢，也有助于 ＳＯＣ 封存［３３—３４］。 最后，酸化土壤中的质子（Ｈ＋、Ａｌ３＋和 Ｆｅ３＋等）
活性增强，与土壤矿物形成一系列复杂的有机碳结合位点，金属氧化物表面携带的羟基随 ｐＨ 降低而质子

化［３０］，提高了矿物表面正电荷对有机质的吸附能力，进而降低了微生物对有机物的可及性，延缓了土壤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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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分解［８，３５］。 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实验结果直接证明氮输入引起土壤酸化与 ＳＯＣ 封存的关系，现有研究结

果之间存在矛盾［１０］：氮肥通过增强生产力来实现碳封存的可持续性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土壤矿物有限的表

面和物理化学性质决定了土壤碳库的最大存储容量，ＳＯＣ 封存随时间推移而逐渐饱和，另一方面土壤 ＳＯＣ 封

存与作物产量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议，增加 ＳＯＣ 含量不一定会增加作物产量［３６］。 Ｚｈａｏ 等［３］报道 ＳＯＣ 含量与

ＳＯＣ 初始含量、根系残留量、年平均温度和粘土含量显著相关性，温度影响微生物活动而调控 ＳＯＣ 周转，粘土

含量影响 ＳＯＣ 矿化速率和含量，作物秸秆还田直接提高土壤碳输入。 土壤 ｐＨ 虽然显著影响了土壤微生物群

落及其碳、氮的利用效率，如微生物基础呼吸和微生物生物量，但土壤有机质输入和 ＣＯ２输出之间保持平衡，
ｐＨ 变化对 ＳＯＣ 累积没有影响［３５］。

３　 酸性土壤改良剂的种类及作用

３．１　 无机改良剂

石灰是改良酸化土壤的传统措施之一，具有见效快、效果显著的优点，长期施用石灰会引发土壤板结、养
分不平衡等问题，将石灰配合中微量元素、小分子聚合物和腐殖质有助于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增强土壤缓冲能

力，提高土壤质量和作物产量，但其应用仍存在一些技术障碍［３８］。 一些碱性工业废弃物如粉煤灰、碱渣、磷石

膏等可用于酸性土壤改良，尤其是磷石膏［２５］。 磷石膏溶解性高于石灰，能与土壤胶体反应置换出 ＯＨ－而中和

土壤酸度，普遍用于改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表下层土壤的酸度，但磷石膏会促进低毒铝向高毒铝转化，提高土

壤可溶性铝浓度［１１，３９］。
硅酸盐岩石如玄武岩在风化过程中产生碱性物质，减少因过度使用铵肥、单质硫肥、尿素和农作物重复收

割引起的土壤酸化，并通过增加根系和菌根真菌的有机碳输入来改善 ＳＯＣ 封存［４０］，有助于恢复土壤健康。
玄武岩对温带和热带农田土壤的改良效果显著，如施用玄武岩颗粒使甘蔗产量提高了 ３０％［４１］；粗粒玄武岩改

良微酸性粘土壤缓解了土壤酸化、铝毒，提高了作物硅含量而使高粱产量增加 ２１％［４２］。 因此，硅酸盐岩石既

能够改良土壤酸性又能够矫正土壤有效硅和作物硅缺乏。 目前施用硅酸盐岩石对土壤生物多样性、作物性能

等产生的长期反馈仍不确定［４０］，需要进一步研究。
３．２　 有机改良剂

３．２．１　 植物残体类有机物

植物残体类有机物（作物秸秆、枯枝落叶、树皮和杂草绿肥等）主要通过地面覆盖、填埋等方式还田，影响

了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温度、含水量、容重、孔隙度、ｐＨ、有机质和大中微量元素含量）和生物特性（微生物群

落、土壤酶活等）。 作物收割是导致农田土壤酸化的重要驱动因素［２４］，秸秆还田可以提供大量 ＢＣｓ 并缓解土

壤酸化，但不足以完全抵消酸化［４］。 秸秆还田缓解土壤酸度的效果取决于秸秆的碱度和氮含量［２４，４３］，高碱而

低氮作物（如花生、蚕豆）秸秆可大幅度提高土壤 ｐＨ，而高氮作物秸秆（如豌豆、大豆）几乎不增加土壤 ｐＨ；谷
类秸秆有助于提高土壤 ｐＨ［４４］，小麦秸秆是缓解硫酸盐土壤酸化的最佳改良剂，新鲜小麦秸秆在增加 ｐＨ 和降

低氧化还原等方面优于粪肥［４５］。 森林生态系统中，树木生长吸收了大量的 ＢＣｓ，枯枝落叶腐解能有效缓解森

林土壤酸化，土壤 ｐＨ 受到凋落物质量、数量和土壤特性三个因素的共同调控，凋落物养分含量与土壤理化性

质、微生物群落密切相关［４６］。 果树果实收获和枝条修剪引起的土壤酸化分别占 ２１．８％和 ２５．３％，修剪枝条还

田和平衡施肥是缓解果园土壤酸化的最佳策略［４７］。 但也有研究表明这类有机物还田也会产生负面效果，如
早期低温效应、高覆盖量导致苗黄现象、重金属富集、有机酸富集以及潜在的病虫害风险［４７—４８］，研发和推广植

物残体类有机物炭化还田技术可以消除这些负面效果，未来应加强研发炭化还田一体化技术，降低炭化

成本［３８］。
３．２．２　 生物炭

生物炭是生物质在部分或完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热解产生的固体材料，含有较大比表面积、丰富碱性物

质和官能团，对 Ａｌ３＋具有很强的吸附和固定能力，在土壤改良、生态修复和气体减排等方面中都有广泛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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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４９—５０］。 生物炭的性质（如芳香度、ｐＨ、总碳、灰分、可交换碱性阳离子、表面积、产率和阳离子交换量等）主
要由热解温度和原料类型决定［５１］，也影响其改良效果（表 １）。 不同生物质原料制备的生物炭性能效果大致

为粪肥原料＞木材纤维原料＞草类原料，不同原料的最佳热解温度不同，热解温度越高，原料中的碳氮等物质

易挥发，降低养分含量，破坏官能团结构，但能增强生物炭的稳定性［５２］。 低温（３５０—４５０ ℃）热解是生产优质

生物炭的关键［５３］，最佳热解温度与原料质地的软硬程度相关。

表 １　 生物炭对土壤酸化的改良效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ｏｎ ｓｏｉｌ ａ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生物质原料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热解条件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研究结论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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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ａｎｕｔ ａｎｄ ｗａｌｎｕｔ ｓｈ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５０—７００ ℃ ３５０ ℃制备的生物炭显著提高土壤 ｐＨ、ＳＯＣ、阳离子

交换量（ＣＥＣ）和 Ｐ、Ｋ 含量
［５６］

灌木木材
Ｂｕｓｈ ｗｏｏｄ ６００—７００ ℃，２ ｈ 生物炭（２％）改善了土壤理化性质，提升了土壤 Ｐ、Ｋ

有效性和玉米产量
［５７］

玉米和高粱秸秆
Ｃｏ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ｒｇｈｕｍ ｓｔａｌｋｓ ３５０ ℃ 生物炭（２％）显著提升了酸性土壤 ｐＨ 和柑橘品质 ［２６］

小麦秸秆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４００ ℃ 生物炭（１０ ｋｇ ／ 株）改善了柑橘果实品质和土壤理化

性质，增加土壤细菌和真菌多样性
［５８］

花生壳
Ｐｅａｎｕｔ ｓｈｅｌｌ ４００ ℃ 生物炭（２％）提高了 ＳＯＣ 和 ＣＥＣ ［５９］

芦苇、油菜和猪粪
Ｒｅｅｄ， ｒａｐｅ ａｎｄ ｐｉｇ ｍａｎｕｒｅ ５００ ℃，２ ｈ 生物炭的碱度有助于增加土壤 ｐＨ，３％猪粪生物炭显

著提高了土壤 ｐＨ ［６０］

花生和水稻秸秆
Ｐｅａｎｕｔｓ ａｎｄ ｒｉｃｅ ｓｔｒａｗ ４００ ℃，３ ｈ 生物炭表面羧基的质子化提高了土壤 ｐＨ 缓冲能力 ［６１］

果树枝、花生壳和牛粪
Ｆｒｕｉｔ ｔｒｅ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ｐｅａｎｕｔ ｓｈ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ｗ ｄｕｎｇ

３００、４５０ 和 ６００ ℃，２ ｈ
６００ ℃制备的生物炭 ｐＨ 和碳含量最高；生物炭提高
了土壤 ｐＨ 和 ＢＣｓ，减轻了铝毒；果树枝和牛粪生物炭
对土壤酸化的缓解效果优于花生壳

［６２］

牛粪和芦苇秸秆
Ｃｏｗ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ｅｄ ｓｔｒａｗ ５００ ℃，４ ｈ 牛粪生物炭效果优于芦苇，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和 ｐＨ，

增强了微生物活性和有益菌的丰度
［６３］

　 　 ＳＯＣ： 土壤有机碳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ＣＥＣ： 阳离子交换容量 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生物炭通过自身理化性质影响土壤理化性质、重金属含量、作物生长发育和土壤微生物群落，其附带的有

机阴离子脱羧消耗质子，也可与 Ｈ＋发生缔合反应增加土壤 ｐＨ，能有效缓解土壤酸化，促进作物生长［５２—５３］。
但生物炭对土壤改良效果不因施用量增加而增加，过量反而会造成养分失衡和碱基阳离子过剩，降低蔬菜和

谷物产量［６４］。 农作物和柑橘土壤按 ２％（ｗ ／ ｗ）生物炭可达最佳土壤改良效果［１８， ５０］；在酸化土壤施用 ５ ｔ ／ ｈｍ２

的木材生物炭达到了最高 ｐＨ 和生物量［５３］；酸化茶园土壤施用低温制备的生物炭显著降低了氮循环产生的酸

度［６５］；与免耕覆盖、施用有机肥相比，生物炭缓解土壤酸化效果最明显，在不施肥情况下也能达到良好的增产

效果［６６］。 此外，通过添加酸碱、金属和有机试剂等制备的改性生物炭进一步改善了官能团、比表面积等理化

性质，在盐碱土改良中取得较好成果［６７］，但在酸性土壤中的应用较少。
生物炭的施用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生物炭与土壤养分发生沉淀和吸附反应，降低养分利用率［６８］；提高

土壤呼吸而促进土壤硝化作用和反硝化作用，导致硝酸盐随降水淋溶［６９］。 此外，生物炭的制备成本偏高，现
有研究多集中于短期试验田和室内实验，尚未开展大规模农业生产实践，导致生物炭的应用效果在不同地区

差异较大，生物炭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需要更深入研究［７０］。
３．２．３　 堆肥

堆肥是既传统又广泛使用的土壤改良剂，具有调节土壤 ｐＨ 和增加养分供给两方面优势：（１）堆肥含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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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碱性物质和有机质，可促进土壤颗粒微观和宏观团聚，提高土壤缓冲能力［１４］，其腐殖质的主要成分腐植酸

和富里酸含有丰富官能团，如羧基、醇羟基、酚羟基和羰基，对金属离子具有非常活跃的吸附位点和很强的络

合能力，通过形成稳定的铝铁金属螯合物而降低金属溶解度，提高土壤 ＣＥＣ 而增加 ｐＨ［７１］，Ｈａｓｈｅｍｉｍａｊｄ［７２］和

Ｌｉｕ 等［７３］都证明了堆肥调节酸性土壤 ｐＨ 的潜力。 （２）堆肥含有的 Ｃ、Ｎ、Ｐ 和 Ｋ 等元素和大量微生物能促进

土壤微生物群落组装，刺激土壤酶和有益微生物活性［１１，１４］，提高养分循环和利用率。
将生物炭和堆肥原料进行共堆肥可以获得高附加值的堆肥产品，堆肥可以促进生物炭表面羧基和酚羟基

形成，提高生物炭的反应性；生物炭能加速原料腐殖化，提高堆肥质量［７４］。 堆肥中添加生物炭提高了最终产

物 ｐＨ、总氮和全钾含量，降低了堆肥对环境的生态风险［７５］。 最近的一项 Ｍｅｔａ 分析表明经生物炭改良的堆肥

改良剂有效提高了植物生产力和土壤质量［７６］。 生物炭与堆肥的协同效应提高了土壤改良效率，通过降低土

壤有机质高矿化率而促进土壤碳封存［１４］。
３．３　 生物改良剂

生物改良是利用植物、土壤动物和微生物改良土壤，微生物改良剂（微生物菌肥 ／菌剂）是最常用的生物

改良剂，主要通过微生物分泌与植物细胞生长和根系发育相关激素和有机化合物，刺激土壤生物活动活化土

壤养分，提高作物抗逆性。
土壤酸化通过生态过滤降低微生物丰度，导致微生物多样性丧失［７７］ 而富集酸依赖性微生物，如放线菌

类、嗜酸性硫杆菌、幽门螺杆菌、大肠杆菌和链球菌等，存活在酸性土壤的微生物进化出独特的机制来响应极

端 Ｈ＋压力，如微生物应对土壤酸化的潜在脱氢途径［６］，这些微生物制备菌剂能有效降低土壤酸度，如山东农

业大学公开了一株具有改良酸性土壤和解钾功能的短小芽孢杆菌（ＣＮ２０１９１０９２９９６８．５） ［４９］；Ｌｉｕ 等［７８］ 从酸性

土壤中筛选耐铝细菌制备的合成菌群通过质子化作用有效延缓表层土壤酸化，降低 Ａｌ３＋含量，提高碱性磷酸

酶活性并促进植物生长。
微生物菌剂中的活性微生物可以增加土壤有益微生物数量和多样性，促进土壤物质转化和养分吸收，提

高酸性土壤 ｐＨ［７８］。 微生物菌剂也能通过招募有益微生物、调控微生物群落组成和抑制病原菌等改良土

壤［７９］。 施用芽孢杆菌菌肥提高了桃园土壤 ｐＨ、有机质含量，以及青霉菌、毛壳菌等有益真菌的相对丰度和脲

酶、过氧化氢酶活性，明显改善了土壤微环境［８０］；微生物菌剂（芽孢杆菌和木霉菌）优化了严重酸化茶园中土

壤微生物群落结构，使土壤 ｐＨ 增加了约 ０．４ 及土壤有机质、全氮、有效磷和速效钾等含量显著提升［８１］；土壤

接种枯草芽孢杆菌和淀粉芽孢杆菌可以有效防治病原菌，降低作物病害感染率［８２］。 此外，通过种植喜硝植物

也能修复酸性土壤，它们吸收硝态氮时会释放 ＯＨ－以保持电荷平衡，比如在酸化土壤中种植西红柿、玉米和小

麦可以缓解土壤酸化，提高土壤生产能力和作物产量［４９］。
３．４　 复合改良剂

单一改良剂在降低土壤酸度的同时，对土壤和环境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表 ２），多种改良剂配合（如无

机⁃有机改良剂、有机⁃生物改良剂等）是最具有前途的酸性土壤改良方法［１９，４９］。 石灰或碱渣与花生秸秆配施

比单施显著提升土壤 ｐＨ，促进土壤溶液 Ａｌ３＋向 Ａｌ⁃络合物转化而降低铝对植物的毒害作用，并提高作物养分

吸收量和产量；植物秸秆等和碱渣配施实现了表层与表下层土壤酸度的同步改良［３８］；生物质灰、骨粉和碱渣

联用比单独施用显著增加土壤交换性 Ｋ、Ｃａ、Ｍｇ 和 Ｐ 含量，使土壤 ｐＨ 升高 ０．６３—１．３７［８３］；生物炭、牛粪、粉煤

灰和白云石复合改良剂对土壤 ｐＨ、作物产量、根际微生物数量等都产生积极影响［８４］；堆肥可以作为生物炭的

营养补充，生物炭可以提高堆肥在土壤中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二者混施还能降低单独施用引起的土壤氧化亚

氮排放［７１］；有机⁃生物改良剂配施效果显著，微生物加速了有机物腐解速率、养分释放，有机物为微生物提供

充足碳源而提高菌种的存活率［８５］；有机肥配施生物炭通过调控根际土壤 ｐＨ、总氮和 Ｎ ／ Ｐ 影响反硝化过程，显
著增加反硝化势［８６］；硅钙钾镁肥配施生物炭在缓解植烟土壤酸化、提高土壤细菌群落丰度和多样性、促进烟

株生长发育等方面效果优于单独施用［８７］；氮肥配施生物炭提高了酸性土壤氮素有效性，显著缓解了酸性土壤

的铝毒和酸毒［６２］。 改良剂种类、配比和土壤特性等因素都影响土壤改良效果，应当根据土壤 ｐＨ 制订酸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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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的分类调控方案，建立改良剂用量估算方法，实现精准施用。 比如通过 ｐＨ、ＣＥＣ 和有机质含量估算改良剂

用量；在强酸性（ｐＨ＜５．０）土壤施用石灰等碱性改良剂的同时配施有机肥、堆肥等提高土壤肥力，在弱酸性

（ｐＨ 为 ５．０—５．５）土壤施用生物炭、有机肥等温和改良剂［３８］。

表 ２　 不同酸性土壤改良剂类型、物料的优缺点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ａｃｉｄ ｓｏｉｌ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类型 Ｔｙｐｅ 物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优点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缺点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无机改良剂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石灰类（生 ／ 熟石灰、白云
石等）

土壤改良见效快、效果好；增加土壤
Ｃａ、Ｍｇ 浓度

亚表层酸度改良不佳，易复酸；降低微生

物活性；释放 ＣＯ２气体［３９］

磷石膏 对表下层土壤改良效果好 增加土壤铝毒害

硅酸盐岩石
为作物提供硅元素；促进 ＳＯＣ 封存；增
强植物抗病虫害能力

开采和施用过程产生颗粒物，对人体和生

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４０］

有机改良剂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作物秸秆、枯枝落叶和杂
草绿肥等

增加土壤持水能力，降低容重；增加土
壤微生物和酶活性

加剧 ＣＯ２排放；诱发土传病害；低温效应；
苗黄现象；重金属、有机酸富集［４９—５０］

生物炭
改善土壤物理和化学特性；吸附重金
属，修复污染土壤；增加微生物多样性

和酶活性；增强土壤碳汇［５２］

制备成本高，改良效果受热解条件限制；
排放 Ｎ２Ｏ 和 ＣＯ２温室气体；释放有毒物质

的潜在风险

堆肥

改善土壤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增加营养
元素含量，促进养分循环；吸附重金属；
引入新微生物，刺激酶活；增加 ＳＯＭ 含

量，提高碳封存效率［１４，７４］

堆肥过程中释放 Ｎ２ Ｏ 和硫化氢（Ｈ２ Ｓ）等

气体，污染空气；堆肥产品可能含有致
病菌

生物改良剂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微生物菌剂 ／ 菌肥

增加或招募土壤有益菌，增加有益菌丰
度、多样性；活化土壤养分，提高养分利
用率

土壤质量影响菌种存活率；见效慢；田间
实验研究不足

复合改良剂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两种或多种改良剂配施

弥补单一改良剂的缺点，同时解决酸性
土壤肥力低和养分缺乏等问题

改良效果受物料比例的调控；亟需大面积
示范和推广应用

３．５　 新型改良剂

改性生物炭、生物炭基肥、功能性肥料（腐殖酸、海藻酸和甲壳素）、高分子聚合物（聚丙烯酰胺：ＰＡＭ）和
复合纤维土等是一些新型改良产品，改土增产效果更好。 生物炭制备过程中引入壳聚糖、海藻酸钠等物质能

够放大生物炭的官能团，提高酸缓冲能力［８８］；生物炭基肥克服了单一改良剂的缺点，兼具生物炭和缓释肥料

的双重优势，可以显著提高土壤有机质和作物产量，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水稻、小麦和玉米增产 １０％需要

１５—３０ ｔ ／ ｈｍ２生物炭，而炭基肥仅需 ０．９ ｔ ／ ｈｍ２［８９］；腐植酸复合肥施用效果优于堆肥和有机肥，其含氧官能团

（如酚羟基和羧基）能形成更稳定的铝络合物，显著增强土壤微观结构稳定性，减轻铝毒性［９０］；ＰＡＭ 因其独特

的分子结构、 丰富的活性基团和良好的黏结性，具备较强的保肥持水性能，可以提高土壤 ｐＨ 且对环境无毒无

害［９１］。 目前，酸性土壤改良剂种类繁多，选择合适的改良剂需要考虑土壤初始 ｐＨ、改良剂成本、气候条件和

作物种类习性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１２］。

４　 土壤改良剂对 ＳＯＣ 封存的影响

净 ＳＯＣ 封存量是指土壤碳的输入量与释放量（土壤异养生物分解有机质以 ＣＯ２或甲烷的形式释放到大

气）之间的差值，通过增加土壤碳投入或减少碳损失可以增加 ＳＯＣ 封存［３６］。 施用酸性土壤改良剂不仅能够

调节土壤 ｐＨ，促进土壤团聚体形成，减少有机碳矿化量［７２］，而且影响微生物丰度和多样性。 微生物通过两个

截然不同的途径调控土壤碳封存，一是通过微生物自身对土壤和植物有机质的分解代谢活动（异养呼吸、产
甲烷等过程）将碳释放到大气中，二是通过同化作用以微生物残体形式向土壤输入有机质而增加碳固定，以
及为植物提供大量养分（Ｎ、Ｐ 和 Ｋ 等）而增加植物和土壤碳储量［９２—９３］。 土壤微生物碳泵证明了微生物残体

和代谢物可成为持久性土壤碳的前体，凸显了微生物合成代谢在土壤碳储存中的重要性，土壤微生物合成与

代谢活动间的平衡成为预测 ＳＯＣ 变化的关键［９３］。

８７８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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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改良剂增加 ＳＯＣ 封存的途径有以下 ４ 方面（图 ４）：（１）作物秸秆、生物炭和堆肥等改良剂直接增加

土壤碳输入［１５］。 秸秆覆盖和粉碎还田可增加 ＴＯＣ、ＭＢＣ 和 ＤＯＣ 含量［９４］；粪肥和堆肥提高外源碳进入土壤的

速率［９５］；生物炭中部分碳不能被生物利用，但可以形成高稳定性和持久性碳池，有效减缓 ＳＯＣ 分解速率［９６］。
此外，生物炭通过直接固定 ＣＯ２和间接促进植物生长去除 ＣＯ２，减排潜力为 ３．４—６．３ Ｐｇ ＣＯ２⁃ｅｑ ／ ａ［９７］。 （２）土
壤改良剂通过提高土壤功能调控微生物过程间接促进碳封存［９８］。 多数研究证明了生物炭、堆肥等改良剂对

土壤理化性质的正向影响，如增加土壤有机质的分子多样性和孔隙的空间异质性而提高土壤功能［７８］；为土壤

微生物提供有利的生存环境，提高微生物活性和多样性，微生物分解有机物质并将一部分碳固定于土壤，对碳

循环产生积极影响［９６］。 （３）土壤改良剂增加 ＳＯＣ 中稳定碳的比例。 粪肥使 ＭＢＣ 和微生物生物量氮（ＭＢＮ）
分别增加 ４０％和 ５５％［９９］，是维持 ＳＯＣ 库稳定的重要途径［９２］；堆肥的化学稳定性是增加土壤碳储量、降低碳矿

化的关键［１００］，我国农业全面施用堆肥可使农田表土 ＳＯＣ 封存量达 ８５ Ｔｇ Ｃ ／ ａ［１３］；Ｒａｚｚａ 等［１０１］ 估计施用堆肥

可使土壤有机质含量每年增加 ０．４％，２２ 年内 ＴＯＣ 封存量达到 ６．２ ｔ ／ ｈｍ２。 （４）土壤改良剂通过改善植物生长

条件促进碳封存。 土壤改良剂提高土壤 Ｎ、Ｐ、Ｋ 养分有效性而促进植物根系发育、生长固碳，如生物炭吸附并

缓慢释放营养元素，对土壤植物生长产生积极影响［９６］。

图 ４　 土壤改良剂调控 ＳＯＣ

Ｆｉｇ．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ＯＣ ｂｙ ｓｏｉｌ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土壤改良剂也可能造成碳损失。 利用石灰改良酸性土壤时，碳酸盐溶解加速了 ＣＯ２排放，石灰也会调节

土壤微生物数量和活性，促进土壤有机质分解和矿化，导致土壤碳损失［１０２］。 作物残茬［１１］、堆肥［１４］、秸秆［９４］

和动物粪便［１０３］等土壤改良剂虽然为微生物代谢活动提供底物，但也提高了微生物呼吸速率和土壤矿化速

度，进而增加 ＣＯ２排放通量。 此外，生物炭能提高氨氧化古菌丰度，导致土壤硝化速率超过反硝化速率，增加

Ｎ２Ｏ 净排放量［１０４］；粪肥直接施用会引发土壤健康安全问题［１１］；不科学的作物残体填埋和覆盖还田等会减少

ＳＯＣ 储量，降低土壤固碳潜力［１０５］。 因此，土壤改良剂的施用需要考虑气候条件、土壤初始有机碳含量和土壤

类型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通过科学管理实践才能实现 ＳＯＣ 封存。

５　 结论与展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面对我国土壤酸化的严峻形势和农业绿色低

碳发展的迫切需要，协同推进酸化土壤改良、培肥、固碳是当务之急。 本文分析说明，土壤酸化的核心是土壤

缓冲能力的退化，突出表现为碱性阳离子（ＢＣｓ）流失与酸性阳离子、阴离子增加的矛盾，深刻地影响农业生态

系统碳、氮、硫等元素循环和生物多样性、功能稳定性。 自然驱动的土壤酸化过程非常缓慢，人为驱动的土壤

酸化主要是酸沉降和施用氮肥，其中施用氮肥引起的硝化作用对农田土壤酸化的贡献远高于酸沉降；也有学

９７８７　 １７ 期 　 　 　 李金业　 等：酸化土壤改良与固碳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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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作物生长和收获消耗了土壤大量 ＢＣｓ，即土壤⁃作物系统 ＢＣｓ 输入输出不平衡对土壤酸化的贡献可能

高于酸沉降和施肥。 土壤酸化加剧 ＳＩＣ 损失；施用氮肥既诱发土壤酸化，也能增加 ＳＯＣ，但受土壤特性、ＳＯＣ
含量和封存潜力等多因素交互影响。 不同类型物料改良剂在改良土壤酸性、提升基础地力、增加有机碳库、提
高产量品质等方面各有优缺点，其中作物秸秆、生物质炭、堆肥和微生物菌剂等酸性土壤改良剂是有效的 ＳＯＣ
封存技术。

综上所述，改良土壤酸性的关键是碱性与酸性离子间缓解矛盾和平衡关系，协同推进土壤酸性改良、基础

肥力培育、有机碳库提升是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所亟需。 为此建议：（１）深入研究明确土壤酸性与碱性、酸性离

子组成的关系，建立量化模型，揭示“土壤酸化”机制，形成以“离子平衡”改良酸性土壤的理论框架；深入研究

明确土壤酸性与基础肥力、有机碳库的关系，构建机制模型，揭示“功能退化”机制，形成“多功能协同”改良酸

性土壤的理论框架。 （２）深入研究提出基于酸碱离子平衡的土壤酸性分级指标，建立土壤⁃作物系统酸碱离子

平衡计量方法，提出化肥配合无机改良剂的离子平衡精准改良土壤酸性技术体系；深入研究明确土壤酸碱离

子平衡、养分离子活化、含碳组分稳固的协同路径，提出酸化土壤降酸、培肥、固碳、减污协同提升土壤功能技

术，构建有机⁃无机⁃生物联合的多功能协同提升酸性土壤绿色改良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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